

戏剧读者的引入

——论狄德罗《关于<私生子>的谈话》

内容摘要：狄德罗《关于<私生子>的谈话》一文不仅提出了市民剧的概念，而且还第一次论述了戏剧读者和戏剧观众的不同。本文将戏剧《私生子》和谈话结合在一起，分析了狄德罗对戏剧现代读者的引入及其给戏剧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现代戏剧舞台提示的创作上，随着舞台提示的出现及其所承担的功能的增加，改变了戏剧台词和戏剧表演，促成台词与戏剧动作的分离和导演的诞生。这对现代戏剧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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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界一直以来都将狄德罗的《私生子》视为一出戏剧，将它与《关于<私生子>的谈话》分开来看，并仅将谈话视为一篇戏剧理论，着重分析了其中所提出的严肃戏剧这一理论。然而，狄德罗自己却在《关于<私生子>的谈话》和《论戏剧诗》中明确指出，《私生子》一剧“要成功就必须将对白的某些部分删去，或者改变戏剧动作和场景。”
“而且我的原意并不是把这部作品拿到舞台上演出，而只是在其中加进我对诗法、音乐、朗诵和哑剧场面的几点意见而已；我把这一切和剧本的真实故事结合起来，组成一种近乎小说的东西，题名为《私生子》或《道德的考验》。”
谈话是紧接着《私生子》之后发表的，这个评论与剧本不能分开来看。不用说在戏剧开始之前一段关于此剧由来和真实性的叙述，就是此剧的最后一场也是在谈话的最后才叙述给读者的。

其中，使两个文本成为一个整体的是“我”这个人物，而这也是狄德罗这一著作最大的特色和最关键的地方。“我”是整个文本的叙述者,且在文本的前半部分——戏剧部分，“我”是戏剧《私生子》的观众；同时，在后半部分——谈话中，“我”又是《私生子》剧本的读者，并和戏剧的“作者”进行对话，分析了观看和阅读的体验，也让“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戏剧观。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只注意到了后半部分“作者—多华尔”所表达的戏剧观，即对严肃戏剧理论的重视。然而，更为关键的却应该在 “我”和“多华尔”对作为剧本的《私生子》所做的分析上。

狄德罗通过剧本加谈话、观看和阅读两种方式，展示了戏剧阅读体验和观看体验的区别。“表演绝望的那场戏，很是特别。我在客厅里看戏时曾经大为感动，但当我读剧本的时候，我看到全是姿态手势，没有一句台词，你可以想见，我是多么吃惊。”
在西方戏剧理论史上，这第一次描述了戏剧阅读和观看、读者和观众之间的区别，第一次对戏剧的阅读感到惊讶，也是第一次将读者引入戏剧和戏剧批评之中来。

戏剧读者引入的进程

   那么，为什么在狄德罗之前那么多关于戏剧的理论都没有注意到读者的存在呢？为什么戏剧的阅读让狄德罗感到如此的惊讶？读者为何成了戏剧的一个异质因素？以致于我们今天会觉得戏剧读者是一个不成立的说法。这首先还是要回到历史进程中去寻找，戏剧观众和读者、阅读和观看发生的变化。

   然而，遗憾的是，汤普金斯《历史进程中的读者——变化中的文学反应模式》是在文学“接受者”这个广泛的含义上来谈历史进程中的读者的，因此，她将重心放在了语言观、文学观的转变之上，虽然，作者也很谨慎地使用读者、听众和观众等术语，却没有明确地区分观众、听众和读者的不同接受方式，也没有区别古代的观众与现代的观众、古代读者与现代读者的性质和感知方式。
显然，她也没有注意到文学体裁的改变和各时代反应批评所擅长的文学体裁。比如，朗吉弩斯时代注重效果的诗歌，是当众朗诵的；而柏拉图所驱逐诗人，是悲剧作家，他们的戏剧是为观众上演的，而不是供城邦公民阅读；而沉思默想地阅读剧本是浪漫主义时期的读者；从此，对于戏剧来说，读者是一个异质的因素；形式主义和现代的读者反应批评显然不太适用于戏剧和戏剧观众。

   观众才是戏剧的本质因素，才是戏剧真正的接受者。不管是柏拉图的“感伤癖”和“哀怜癖”，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怜悯与恐惧”，指的都是观众的反应。而且，亚里士多德还将观众的反应视为编制悲剧所的出发点和归宿，虽然他指出，剧本脱离演出也还是具有潜力，但《诗学》并没有提及读者。古罗马的贺拉斯则指出，戏剧采用的格律能压住剧场观众的嘈杂，而诗人还必须将承认剧场中观众的差异。甚至到了印刷术已经广泛应用的古典主义时期，布瓦洛的戏剧批评仍然只提到观众。

   这与历史上戏剧的创作是一致的。古希腊罗马的戏剧不用说，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等也是为剧场观众而不是读者写作，“他们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作品都是为舞台和剧团而写作的。印刷出来持久流传是第二位的，津贴通常只是来自于成功地成为剧团常备剧目之后。在莎士比亚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试图为读者印刷他的剧作。他现存的剧作一般是由他的剧团发行的，而不是由本人发行的。”
从他的开场白一次又一次地呼唤观众就可以看出，戏剧所关心的是观众。也正是到了狄德罗那里，才出现作为读者的“我”阅读剧本，并获得了不同的感受。

十七、十八世纪，剧作家开始印行剧本，但他们与剧院和剧团有着紧密的联系。此时，不管是英国还是欧洲大陆，剧院审查制度极其严苛，即使如此，受到压制的剧作家都仍然与剧团和市场剧院保持着联系。勒萨日之于巴黎的市场剧院，哥尔多尼之于麦德克剧团。
只是，此时，戏剧的创作在悄然之间发生着改变。剧作家同时也是小说家，他们开始不为剧院写作剧本，或者剧本难以上演，却可以公开发表和印行，狄德罗就是典型一例。

到了浪漫主义时期，戏剧创作的局面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舞台上流行的是后来颇受诟病的、模式化的情节剧，而剧作家却开始创作无意演出而只供阅读的剧本，“直到十九世纪初，情节剧才开始兴起，………诗人们鉴于公众欣赏水平甚低，他们要么完全无视当时的剧院，要么倾向于创作‘案头’剧，如拜伦的《维尔纳》。像这样的剧本，作家创作时，始终无意于把它搬上舞台，何况它们根本不适于舞台演出。”而此时的戏剧批评也开始转向以剧本为中心，并忽视剧场。其中，兰姆极其鄙视莎剧的演出，并着手编写了莎士比亚故事集；“柯勒律治的心目中，莎士比亚不过是个诗人。”
在法国，雨果的《欧娜妮》的上演虽然引起轰动，但其他作家，如“巴尔扎克也写过不少的剧本，它们既很少被搬上舞台，演出也不大成功”。德国的状况也是如此，“德国的浪漫主义戏剧具有书斋性质，只能供阅读欣赏，很难上演。”

黑格尔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近代习惯是对某些剧本只拿来阅读，某些剧本却得到整部的生动的表演。这个差别导致一种偏差：诗人自己也有写出只供人阅读的剧本，仿佛以为这样做不会影响到作品的性质。”但其实不然，剧本虽然用最精美的语言写就，但缺乏的正是戏剧的动作情节和活波生气，因此，“任何剧本都不应正式印行”。
如此看来，狄德罗的《私生子》及其《关于<私生子>的谈话》正处于转折的时期，他洞见了十九世纪戏剧创作和接受的情况。这种改变就是戏剧读者的引入，剧作家为读者而不是剧院观众写作，戏剧主要的接受者从观众演变为读者。

   然而，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戏剧不存在读者，只是读者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前，甚至是发明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戏剧剧本即使被写下来，接触到的人也很少，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样的“超级读者”显然是少数，而大多数人要么到剧院看戏，要么就作为一个听众，听少数识字者朗诵。也就是说，古代的阅读环境、阅读习惯与现代读者的阅读环境、阅读习惯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更像是观众，而不是现代沉思默想的单个读者。

在《中世纪的作家和作品》中，伯罗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读者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了阅读环境和习惯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过程。在印刷术发明之前，阅读是一种表演，大多数阅读都不是单个读者进行的，听众是文学作品的主要接受者，而即使是单个的读者，也总是高声吟诵或者自言自语，与此相应的是韵律和重复等形式。“只有当文本最终变得沉默时，阅读才不再是一种表演。”
从乔叟等开始才出现现代的读者，而现代读者取代听众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从他们接受的媒介来看，口语与印刷文字媒介是冷媒介与热媒介的区别，从口语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变带来了阅读环境和习惯的改变，甚至是读者性质的改变。这个悄然之中发生的改变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已见成效，听众变成了读者，甚至戏剧的接受者观众也变成了读者。

由此可见，古代的读者、听众往往接近于观众，而只有现代读者的产生，读者的阅读才与观众的观看之间的差别才会显现出来。狄德罗意识到了这种差别，他的《私生子》是先于演出而发行的，原意也并不是为观众创作的，而“我”显然已经是单个的现代读者了。“我把多华尔的作品拿回来，仔细阅读，反复思考。”
在某些地方做上记号，怀疑情节在逻辑上的真实性，如全家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女主角罗萨丽却不知情；同时，“我”还对某几场戏在观看演出和阅读剧本之间的不同体验感到惊讶。

二，戏剧观众与戏剧读者的区别

   那么，戏剧观众与现代读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观看与现代的阅读有什么不同？在这两个文本中，狄德罗不但通过谈话的内容，而且还通过“我”的观看和阅读反应来展现观众观看与读者阅读的区别。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接受的对象、接受者的在场与缺席、接受者的环境三个方面。

首先，观众观看的是戏剧性场面、演员的动作、姿势等形象，是一种图像意识行为。在谈话中，鉴于“我”的阅读，“我” 质疑戏剧情节的逻辑性，多华尔则指出，戏剧性场面比情节突变更为重要，并将戏剧场面与绘画做比，“如果一部戏剧作品写得好，演得好，那么，它的动作里有多少有利时机可供画家描绘，舞台上也就有多少活的画面可供观众欣赏。”
同理，他也认为，哑剧场面在戏剧演出中能够制造强烈的戏剧效果，“必须大力注意哑场表演，撇开只能产生暂时效果的剧情突变，多安排几个画面，画面越美，观众就越喜欢。”
对于观众来说，“好奇、焦虑、痛苦、爱情、羞愧交织在一起，要把它给我描绘出来，最蹩脚的场面也比最高明的言词更好。”

如果说在剧本印刷发行之前的读者的阅读是表演，会自言自语，是用耳朵来阅读；那么，现代的读者阅读剧本却是阅读沉默的、线性的书面文字，读者“我”可以反复阅读和思考，可以在文本上标注铅笔记号，可以质疑在克莱维斯的家中还进行克莱维斯到场的通报是多余的。此外，戏剧台词则是通过演员朗诵的声音传达给观众的，而且配合了演员的姿势和动作，因此，有的独白，“在表演时我觉得短的东西，读起来怎么会嫌长呢？”
阅读和观看事实上分别属于符号意识行为和图像意识行为，“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意向联结和立义方式”，
对于戏剧这种体裁来说，观众观看演出与读者阅读剧本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了。因此，在观看中大为感动的场面，在阅读时却只看到舞台提示所描写的动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戏剧观众和剧本读者另一个关键性的区别还在于，观众是在场的，古代具有表演性质的阅读和听朗诵的读者也是在场的，而现代读者则是缺席的，或者说是有距离的。这在狄德罗两个文本的结合处可以很鲜明的看到。在剧前，狄德罗已经说明，叙述者“我”事实上是一个被安排在隐秘之处的、不可见的观众，而整个戏剧的真实观众实际上是多华尔、罗萨丽等人，文本中甚至还列出了扮演角色的演员表。这场戏的演出非常感人，特别是最后一场，由于扮演李西蒙的演员是主人公的旧友，形象相似，扮演的技巧也很高超，以致于这些“真实的观众”仿佛看到了李西蒙本人，勾起了他们的悲痛，“大家哭成一团，剧就没有演下去了。”这已表明，观众是在场的接受者，戏剧场面的感染力直接作用于观众，而观众的在场甚至会影响演出。虽然在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就是“我”这个不可见的观众，面对在场的表演，“以致有几个地方我忘记了自己是观众，是一个不受人注意的观众，几乎想从躲着的地方走出来，给这场戏增添一个真实的人物。”

但是，阅读剧本的读者是不在场的，与剧本中的故事、剧本的表演是有距离的。谈话中的“我”对于故事的表演来说是缺席的，除了在文本上标记记号之外，“我”不但不能改变任何已经写定的内容；而且印刷出来的剧本始终是沉默的，单个的读者“我”与剧本的距离使我对剧本的阅读获得了思考的时间和“客观性”。
 “读者似乎是凭理智阅读一部作品，也就是说，他对作品提供的事情的评价是有意识的、有理性的，并且以段落之间的比较为基础。而观众则不然，观众的感情是受到感染了的，当他们全神贯注于剧情发展时，他们对剧中所提供事件的鉴赏是下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因为在看戏的过程中，观众没有时间进行推论或比较。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读者对纯口头暗示可能意识得更快一些；观众则好象只能通过由形体动作伴随而来的暗示或联想从而获得印象。”
基于此，作为观众的“我”是几次想要打断演出，作为“真实观众”的罗萨丽等确实也打断了最后一场的演出，而作为读者的“我”，要么会觉得独白太长，要么觉得某位人物的台词不合时宜，要么觉得感人的场面只有动作，要么质疑情节的前后逻辑。

最后，观众和听众还是一个群体，而现代的读者是单个的、分散的个体。印刷书使读者静默，过着离群而隐私的生活，将观众或听众这个群体分割成了个人的阅读世界。单个的读者的反应不但是沉思默想的、理智的，而且读者之间也不会出现情绪的激增。

但观众不同，在谈话中，多华尔已经指出，戏剧的布景等都需要获得大量的观众的支持，“人们是相互影响的，在群众骚动中感情是相互交流的，从这一点你便可以判断众多的观众聚在一起会有多么大的力量。四五万人聚于一堂是不会为了拘守礼仪而克制自己的。”
这会增加观众的激情，从而影响剧作家、演员甚至观众本身的感受方式。他同意贺拉斯的观点，诗体是适应剧场的需要产生的，演员的夸张也是如此。

事实上，狄德罗在关于最后一场演出被中断的叙述中也很准确的描绘了观众情感的激增。“所有的人都不禁流下了眼泪，……演李西蒙的那位老人不知所措，也哭了起来。悲痛从主人们身上传染到了仆人身上，大家哭成了一团；剧就没有演下去。”
作为群体的观众在感知方式上表现出了单个的现代读者不具备的特征。这与后来观众和群体心理研究的成果不谋而合，威尔逊在《论观众》之中将观众的群体特性称为情感的“支援”，而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则称之为情绪的“传染”、“情绪的海洋”。

由此可见，现代读者作为单个地阅读着沉默的书面文字、不在场的接受者，已经与戏剧的本质性因素——观众——区别开来，这种分野带来了新的戏剧接受体验；也正是随着现代读者群的产生，戏剧的各个因素也被改变了。狄德罗身处十八世纪中后期，他在1757年写下《私生子》和《关于<私生子>的谈话》，此时正是“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当庇护体系的崩溃，商务印刷业的发展以及一个庞大的读者群的诞生改变了作者与听众的关系。”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现代读者与戏剧观众的区别，他不单为此感到惊讶，而且还指出，由于二者在接受方式上的种种不同，为读者写作或者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戏剧创作也会因此而改变。

戏剧读者的引入给戏剧带来的影响

  正是由于现代读者与观众的这种分野，戏剧创作发生了改变。韵文这一听觉的形式已经变得不再真实，而读者必须明确地读到动作。在《关于<私生子>的谈话》中，多华尔多次谈及自己的剧本不能成功地在剧院上演，需要改编；而在“我”的阅读中，独白显得太长，会发现剧情不合符逻辑，或只读到姿态手势等问题。直到1758年发表的、全面论述戏剧的长文《论戏剧诗》中，狄德罗才明确地指出为读者写作的戏剧要做的改变，这也就是戏剧读者的引入对戏剧本身所带来的改变。在他看来，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剧本舞台提示的写作上。但是，看似一个小小的增添，舞台提示的出现以及它所承担的功能的改变事实上已经改变了现代戏剧，不单是剧本台词的写作方面，还有戏剧的演出方面。

舞台提示的读者性质及其对戏剧台词的影响

舞台提示主要是为读者而写作的，具有可读性，但不具有可观赏性。“可是现在在我们当中，一个读者，尽管他对戏剧并非一无所知，但是在见到实际演出之前，如何能在阅读之际自动地把这些补充进去？……舞台提示将来总要在我们的剧本里占据它的位置，否则一个戏剧诗人如果写了剧本而不上演，那么人家在读他的剧本时，由于没有把舞台提示写进去，就会产生乏味的感觉，有时竟会认为他不知所云。对读者来说，如果能够如同作者所构思的那样，知道剧本是怎样表演的，岂不是一种意外的乐趣？”
在此，狄德罗不仅指明了舞台提示是针对读者的，而且还预言了十九世纪流行的为读者写作戏剧的情况，甚至也预言了包括易卜生、萧伯纳、贝克特等剧作家在内的现代戏剧的创作。

狄德罗自己也指出，阿里斯托芬、普劳图斯、泰伦斯并没有写下舞台提示，莫里哀根本不屑于写舞台提示。
无独有偶，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舞台提示也仅仅只标明了演员的上下场，不描绘演员的动作姿态，也不描述舞台布景或戏剧发生的环境。事实上，只有阅读印刷文本的现代读者才会看到舞台提示，剧场中的观众是看不到舞台提示的。对于不在场的现代读者来说，舞台提示的功能之一就是让读者能够想象舞台演出的场面，在阅读台词的时候不会感觉到乏味。这样一来，戏剧的台词与舞台动作出现了分离，它只传达对话的意义本身，不再表示动作。

威廉斯分析了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世纪的道德剧《所有人》和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其中歌唱、台词和动作是合一的。
他举安东尼死去一场戏——第四幕第十三场为例，“克莉奥佩特拉：……可是来，来，安东尼——帮助我，我的姑娘们——我们必须把你抬上来。帮帮忙，好朋友们。安东尼：啊！快些，否则我要去了。克莉奥佩特拉：哎呦！我的主是多么的重！我们的力量都已变成重量了，所以才如此沉重。……”
将安东尼的身体“托举起来的过程在韵文中被用作一个简洁的戏剧因素”。
但是，在写作了动作提示的剧本中就并非如此。以易卜生《群鬼》最后一场欧士华病发死去一场为例，“阿尔文太太：（走到他身边）欧士华，你怎么啦？（欧士华在椅子里好像抽成了一团，他的肌肉都松开了，脸上没有表情，眼睛呆呆地瞪着。阿尔文太太吓得直哆嗦）这是怎么回事？（尖声喊叫）欧士华！你怎么啦？（跪在他身边，使劲摇他）欧士华！欧士华！抬头瞧我！你不认识我了吗？”
在此，戏剧性主要在舞台动作即舞台提示中展现出来。然而，李尔王在考狄利亚死后则是，“你是永远不回来了，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请你替我解开这个纽扣；谢谢你，先生。你看见吗？瞧着她，瞧，她的嘴唇，瞧那边，瞧那边！”
舞台上的戏剧动作和台词是一致的。

现代读者的引入带来的是剧本舞台提示的增加，舞台提示承担着表现戏剧性动作的功能，而不管作家是否有舞台经验，现代戏剧台词戏剧性动作表现力的丧失，已成为事实。而这一切始于狄德罗的时代，也为狄德罗所洞察，“当表情动作构成一个画面，当使台词更有力或更清楚，使对白前后连贯，使人物的性格突出，或者当它非常微妙，难以猜度，或起着回答前面的台词的作用时，就必须把舞台提示写下来。而在每一场的开始几乎都应该这么办。”
台词与戏剧性动作的分离已初露端倪。

舞台提示的读者性质与叙事性描绘的引入

然而，对于读者来说，舞台提示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即读者根据它想象的不是表演的画面，而是像阅读小说那样，去想象故事而完全忘记舞台表演的场面。“某些近代戏剧家，例如萧伯纳，在自己的剧本里写进长段的舞台提示，其用意是想告诉读者，而不是告诉演出人员。即使这样的提示担并不经常产生剧作家所期望产生的效果，因为读者心里拒绝具体地领会作者对剧本中的背景及人物的描绘，不管这些描绘多么煞费苦心。大多数读者受到纯文学概念的影响，不可能在想象中领会某个场面在舞台上产生的效果。”
狄德罗将舞台提示对动作的描绘所带来的感染力与小说对动作的描绘的功能等同起来，“对动作的描绘使作品增添魅力，在家庭小说中尤其如此。……你看对动作的描绘给台词以何等的力量，……。”

这样一来，舞台提示中渗入了小说式的叙事性描绘，舞台提示的大部分内容不再适于舞台展示。这种描绘一方面是对戏剧舞台布景和戏剧动作、情境的叙事性描绘，另一方面则是戏剧场面中人物的心理状态的叙事性描绘。比如，在《私生子》和《一家之主》中的舞台提示中就有，“多华尔激动不安。他试图恢复常态，却难以做到。尝试读懂他的表情的克莱维勒有所觉察，他心生疑窦，说道。”
“他慢慢往前走。他似乎陷入了痛苦与深思。”“一家之主待在靠椅里，头垂向双手，仿佛一个伤心人。”
此处的舞台提示，一方面确实写下了演员的动作，但是另一方面也加入了更多叙事性描绘的因素，这种情势在后来的戏剧剧本中愈演愈烈。

本来由开场白和报信人承担的功能由舞台提示来承担，本来可以被观众看见的戏剧场面和开场，现在变成了读者独享的背景和事件描绘或讲述，本来由演员绘声绘色地表现的心理状态，现在成了读者在舞台提示中才能搜寻到的描绘。甚至读者自己也不再将戏剧当作戏剧来看了。对比一下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白对戏剧故事梗概的介绍和萧伯纳《康蒂妲》两千多字的开场描绘，可以发现，舞台提示在后来的发展中实际上几乎把戏剧变成了小说。就如狄德罗对待自己的《私生子》一样，在剧前关于戏剧故事由来的叙述，加上最后一场戏在《关于<私生子>的谈话》中才出现，两个文本放在一起是“近乎小说的东西”，而作为剧本的《私生子》只是整个小说的派生物。

事实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区分戏剧和史诗以来，这种叙事因素已经是戏剧的异质因素了。在《现代戏剧理论》中，斯从狄虽是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来分析现代戏剧的危机，他也指出这给戏剧带来的危机，引入叙事性的描绘，破坏了戏剧和舞台的绝对性，带来戏剧体裁的危机。
但由狄德罗关于舞台提示和其后戏剧的创作来看，这种叙事性描绘的引入也是戏剧读者引入之后，戏剧创作惯例改变的结果。

舞台提示的读者性质与戏剧导演的诞生

如上所述，为读者而不是为观众写作剧本，在十八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19世纪成为普遍的现象，现代读者被引入戏剧之中带来的不仅仅是剧本创作上的改变，也不仅仅是戏剧接受方式的改变，甚至给戏剧带来了新的组织者，即戏剧导演。

为读者写作的戏剧首先拉开了剧作家与观众、剧作家与演员、剧作家与剧院之间的距离，写作与演出之间距离必然会带来分工，甚至还有误解，舞台提示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弥合这种距离。狄德罗指出，剧本如果没有舞台提示，演员们就容易各自发挥，无法如实地表演角色，使角色脱离剧情。所以，舞台提示一方面是“告诉观众，使他们知道有权向演员要求什么的一个最简单的手段”；另一方面，是给演员的表演提供的标准，“就像在对演员们说这样的话：我是这样说话，这样表情的，当我构思的时候，在我想象中就是这么个样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剧场观众都是剧本的读者或在戏剧开演之前读过剧本；对于演员，狄德罗自己也很不自信的说，即使写下了舞台提示，“但是我既不会狂妄到认为别人不能表演得比我更好，也不会愚蠢到强制一个有天才的人做机械的动作。”
这与威廉斯在对1820年罗伯逊(Robertson)《社会地位》一剧舞台提示的分析一致。他指出，舞台提示是一种对舞台监督的新发明，由此发展出一个分离的人物，即制作人和导演
。总之，剧作家首先从剧场演出中退出，然后带来了剧本与演员、剧本与舞台呈现、剧本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甚至矛盾，最后，在对表演细节、布景等的舞台提示的写作中，发明了戏剧活动新的责任者——导演。

这就呼唤着一个新的组织者，即戏剧导演。在梅宁根剧团的乔治公爵那里，“现代意义上的导演已具雏形，他对戏剧演出的总体设想、总体风格和每一个细节都要负责。”他要求忠实于剧本，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舞台场面，戏剧服装、群众场面处理等方面的理论和措施，并成功地上演了许多剧作家的剧作，因此成为安托万、斯坦尼拉夫斯基的前驱。在没有剧作家易卜生的直接参与之下，“易卜生剧本中大量的舞台说明，被梅宁根剧团的舞台演出方法所证实了。”
而安托万则成功地搬演了左拉的《黛莱丝·拉甘》，萧伯纳戏剧在舞台上的成功则得益于巴克的导演，斯坦尼拉夫斯基则成功地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剧作搬上舞台。在导演诞生之初，这些导演的一个共识是忠实于剧作家创作的剧本，并将那些已写就的剧本搬上舞台，自己创作剧本的情况较少。

此后，现代戏剧的发展中导演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推动各种戏剧实验和形式革新。而剧作家的剧作，不管是为读者还是为观众写作的戏剧，为古代剧场写作的还是不为特定剧场写作的戏剧，也或多或少经过导演的“中介”而被搬上舞台，甚至是小说也被改编成舞台演出的剧本。当追溯导演的诞生时，可以发现，戏剧读者的引入是推手之一。虽然，狄德罗在他关于戏剧的理论中只提及了舞台提示与观众、读者、演员之间的多重关系，并没有提及导演这个新的组织者；但是，将他的《论戏剧诗》和之前论述戏剧的著作相比，比如远及《诗学》，近及布瓦洛的《诗的艺术》，可以发现，他的剧论中，除了对如何编制戏剧的论述之外，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戏剧演出中主题的展示、场面、格调风尚、幕间歇、布景和服装。这已然是一个对戏剧演出的总体设想了，所指导的不仅是戏剧的编制，而是戏剧演出的组织。

结语

对于戏剧和戏剧理论史来说，狄德罗的《关于<私生子>的谈话》的意义不仅在于贡献了市民戏剧这一新的戏剧类型，他的意义还在于对戏剧读者的引入，对现代读者和戏剧观众不同感知方式的洞察，并看到了戏剧读者的引入对戏剧所带来的影响，甚至预言了十九世纪书斋性质的戏剧创作。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戏剧舞台提示的写作上，而舞台提示的写作实际上也改变了戏剧开场白、对白和独白，分离了戏剧台词与动作，在戏剧中加入了叙事性的描绘。最后，由于戏剧读者的引入，剧作家与剧院、观众、演员之间的距离是促成导演诞生的原因之一。

然而，戏剧读者的引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并不能以好坏来评价。狄德罗的意义也在于，他启示我们，由于读者的引入，现代戏剧中各方面的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耐人寻味。对于现代戏剧的研究来说，对剧本的研究是否可以替代戏剧研究？对剧本的批评是否可以忽视舞台提示？离开了舞台提示的台词是否完整？读者反应批评是否完全适合现代戏剧观众的反应？对现代戏剧理论的研究是否还能忽视导演的话语？这是狄德罗理论在今天仍然是我们重要的理论资源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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